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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古代新闻思想发展研究

何 微

中国新闻学有组织的研究
,

开始于 19 1 8年 10 月 14 日
,

经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倡导
,

发起

成立 了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
,

该会以
“

研究新闻学理
,

增长新闻经验
,

以谋新闻事业发展为

宗旨
。 ”

在 20 世纪初
,

研究会以发展我国新闻事业为 目的
,

可见蔡元培深谋远虑
,

目光远大
,

真是难能可贵
。

时间正在
“

五四运动
”

的前夕
,

对于中国人 民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新文化运

动的传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

研究会作为新兴的事业
,

其成效是显著的
。

研究会聘请了著名新闻学者徐宝磺
,

名记者

邵飘萍任导师
,

培养了一批新闻人才
;
建设学习园地

,

出版《新闻周刊》 ;
编撰了我国第一部

《新闻学》专著和我国最早的《实际应用新闻学 ))) 也为北京大学后来政治系
、

哲学系开设新闻

理论课程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

这是我们较早的师承
,

系统的理论性经验的积累
。

关于我国新闻历史学的研究
,

发朝较晚
,

最早的是戈公振所著《中国报学史》 ,

出 版 于

1 92 了年
。

这本书是戈公振全面
、

系统论述我国报纸发展历史的力作
。

戈氏在《 自序》中说
: “

予

维报学 ( Jou nr al is m ) 一名词
,

在欧美亦甚新颖
,

其在我国
,

则更无成书可考
。

无 已
,

故取关

于报纸之掌故与事实
,

附以己见
,

编次为书
。 ”

虽然对此书至今还存在不同的评价
,

但我认为
,

平地起楼台
,

树于华夏
,

开我国一代新闻史研究的先河
,

该书资料丰富
,

论证谨慎
,

有极高

的学术价值
,

至今研究者不衰
。

《 中国报学史 》解放前曾印过四版
,

建国后 曾重印过一次
,

戈

宝权校正后又印刷过一次
: 1 9 8 2年台湾学生书局也有一个印本

,

增加了不少插图
。

由于戈 氏

为国民大学授课任务紧迫
: “

时未越岁
”

完成一本巨著
,

已够说明其价值了
。

如果求全责备
,

恐怕就不公平了
。

社会历史是一条漫长的过程
,

不断在前进
。

新闻历史也不例外
,

有它发展

的阶段性和时代局限性
,

我想这是不能违背的客观规律
,

何况是我国首创的一部报 学 历 史

呢 ! 举例而言
,

如果我们写当代新闻事业史
,

过多少年之后
,

历史大大向前推进 了
,

我们的

后代同样会 以
“

受时代局限性
”

的话来评价我们著作的不完备性
。

中国新闻史学的研究
,

最初重点放在报学方面是完全符合当时客观实际的
,

因为那时我

国还未设立广播 电台
、

电视台
,

新闻教育也在极概之中
,

以研究报纸发展历史为中心是必然的
。

所以戈氏在书中不仅提 出
“

报
”

的定义
, “

报纸
”

的定义
,

进而提出
“

报学史
”

的定义
。

他说
: “

所

谓报学史者
,

乃用历史的眼光
,

研究关于报纸 自身发达之经过
,

及其对于社会文化之影响之

学问也
。 ”

这个实质性定义
,

揭示了事物的特有属性
。

我国研究新闻史学
,

对中国近现代新闻史的研究取得较好的成绩
。

解放前 已经引起研究

者的注意
, 1 9 42年

,

开明书店出版过章丹枫写的《近百年来中国报纸发展及其趋势》
。

解放后
,

我国第一本新闻历史巨著是方汉奇的《 中国近代报刊史》 ,

上下两册
,

57 万余言
, 1 9 8 1年出版

。

萨空了在序言中给予很高的评价
,

他说
: “

读他的著作
,

深感它确是对当代青年了解过去这段



史实极有益的出版物
。

他博览这一时期的新闻史料
,

广征博引
,

持有 自己的观点
,

在写作中

随新时代的发展还能改正自己的看法
,

这都是很难得的
。 ”

后出的 ( 1 9 8 3) 复旦大学李龙牧所著

《中国新闻事业史稿》 ,

他坚持新闻事业与政治不可分割的原则
,

采取史论结合
,

进行阐述
,

又能尊重新闻历史的发展规律
,

不失为一本比较好的新闻史教材
。

可是由于种种原因
,

如史料缺快
,

或是一些决料分散于浩如烟海的古籍中
,

收集查阅都

遇到困难
,

致使古代新闻历更研究呈现出一种荒芜现象
。

可读的古代新闻史专著仅见黄 草明

的《 中国古代报纸探源 》一书
。

他严肃治学
,

下过一番硬功夫
,

对史料做了认真考证
,

全书仅

12 万 5 千多字
,

论述是比较准确的
,

对争论已久的许多分歧意见
,

作了肯定的回答
。

不论从宏观或微观上考察
,

对新闻史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都作了超越前人的工作
,

不论

对新闻史的框架结构设计
,

对某个时代新闻史学问题的深入探索
,

对新闻界名人新闻思想的

系统分析介绍
,

以至对某个有争论的问题的追本溯源
,

这一
.

切是发生在正经历迅猛而深刻变

化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土地上
,

其意义是多么重大吻 !

作为一门已有深厚基础的新闻历史学科
,

似乎研究工作已到了尽头
, 1 9 8 4一 1 9 8 8年还出

版过几本新闻史
,

内容与前出者 已大同小异
,

无新的进展
。

综观研究工作的实际
,

很有益处
。

中国新闻历史的研究
,

基本上有三条发展主线
,

它都具有一定的体
,

系和反映体系内 容 的 形

式
。

第一条是以中国报学史为主线的报刊史
。

戈公振是报史的拓荒者和奠基人
,

距《 中国报学

史》的出版
,

已经过去60 多年
,

后出的几本有影响的新闻史著作并未离开 以报为主体
,

而且主

要论述的是近代报纸的产生与发展
。

著作都提到古代新闻事业
,

具体称谓是
“

古代报纸
” 、 “

中

国早期的报纸
” 、 “

中国最早的报纸
” ,

所占篇幅有限
,

少的几段
,

多则 2 、

30 页
,

分量轻而又

轻
,

与我国新闻传播历史发展实际极不相符
,

这是 由于受一个
“

报
”

字的制约
,

大抵是从
“

邸报
”

说开来
,

认为
“

邸报
”

是中国报纸的源头
。

第二条是以新闻界人物传略为主线
。

胡太春著 《中国近代新闻思想史》 ,

书名很吸引读者
,

顾名思义
,

应是一本近代新闻思想发展史
,

实际是一本新闻界人物传略
。

其优点是将新闻界

主要人物的新闻活动都涉及到了
,

简要为其特点
,

不失为一本有价值 的读物
,

不足之处是新

闻思想枝节横生
,

缺乏概括和综述
。

它与《新闻界人物》比较
,

就不如这部多卷本传略详尽
、

系统
,

社会评价高
。

关于新闻界人物传略散见于新 闻学刊物的也不少
。

研究新闻历史
,

其价

值就反映在新闻界人物思想和其新闻活动上
,

史从事出
,

论从史出
,

写新闻史
,

少不了新闻

界人物的活动和重大新闻事件
,

没有人和事件就没有历史
,

恩格斯曾经讲过
: “

有了人
,

我们

就开始有了历史
。 ”

第三条是以新闻事业专业史为主线
。

1 9 8 7年出版了韩辛如的《新华 日报史》 ( 1 9 3 8一 19 4 7)
,

以及刘云来写的《新华社史话 》
、

杨居人写的《拂晓报史话 》
。

抗 日战争中在解放区有影响的大

报
,

如延安《解放 日报》史
,

华北《新华 日报》史
, 《晋绥 日报》史

,

《大众 日报》史
,

这些只有一些

片断的回忆
。

范长江
、

胡愈之主办的国际新闻社的史话
,

也属于这一类著作
。

广播史及 电视

史
,

也因无总撰稿人和科研经费
,

长期不能成书
。

肯定说
,

开始雄心勃勃
,

久而久之
,

便无人

过问
,

实在可惜
。

以上三条主线
,

许多专家学者所努力得到的成果都为社会所承认
,

给予相当高的评价
,

三者相互联系
,

相互补充
,

粗略的中国新闻史学的轮廊尚是清楚的
。

但我认为
,

还有一条不可缺少的主线
,

即中国新闻思想发展史
,

由此接触我们从未深入

研究的科学领域
,

又可指导新闻史学研究的门径
,

对悠久 的新闻思想发展成果进行初步的总



结
。

以下
,

本文仅就关于如何研究新闻思想发展历史谈点不成熟的看法
。

(一 )

研究中国新闻思想的发展
,

及其深远的影响问题
,

具有世界意义
。

由于我们论述的不正

确性
,

已经影响到国外学者
,

把我们不正确的论证进行转述和引伸
。

如英国历史 学 家安 东

尼
.

史密斯认为
,

中国早在汉代 已存在新闻通讯机构
,

其实
,

在中国历史上
,

我们现在仍旧找

不到这种史实与实物以说明这个论述的确凿性
。

作者论述的古代新闻思想发展间题
,

不是为
“

邸报
”

或
“

邸
”

作注释
,

而是论述被认为是新

闻传播规律以及与其相联系的新闻思想发展的因素及成就问题
。

在这里
,

所谓的新闻思想
,

不是头脑中随意创造的产物
。

恰当地说
,

思想是现实在意识

中的反映
。

对思想的实质及其产生的根源
,

要到社会制度中
,

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中
,

社会

的各种存在中去探求
,

因为任何思想
,

都与社会存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

是对存在的反映
。

同样
,

新闻思想也是存在的反映
,

违背了这个基本点
,

就不是唯物主义者
。

本文沦述中国古代新闻思想的发展
,

首先遵循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的最重要方法

论原则
,

就是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根本方法指导认识我国古代社会的新闻思想发展的历史
,

因

为它是唯一科学的世界观
。

只有真实反映客观现实规律时
,

才会是正确的
,

科学的
。

谁通晓

了客观规律
,

谁才会正确地对待社会存在的一切现象
,

才能正确地研究新闻史学
。

马克思主义者研究中国古代新闻思想发展
,

必须承认人类社会及其新闻思想发展起决定

作用的是社会物质基础
。

显然
,

脱离物质基础就不会有新闻传播思想的产生
,

最原始的新闻

活动也是如此
。

其次
,

是历史的观点
。

我们都承认人类新闻思想的产生与传播活动
,

随着人类新闻事业

的发展蒸蒸 日上
,

但在历史的前进中
,

在从
.

最早的
、

最初的
、

极为简单的新闻传播思想活动

到现代复杂的新闻思想的运动形式
,

这也是中国新闻思想发展研究的内容
,

也是它的起点
。

因为新闻思想是在历史继承中发展的
。

再次
,

应该把新闻思想的发展视为社会的有机体
,

它存在于具体的区域
、

民族和国家之

中
,

它不可能是孤立的
,

而是与社会结构及其变迁联系在一起
,

可 以保护它
,

发展它
,

以至

限制它
。

先民们创立了新闻思想和新闻传播活动
,

促进了社会进步
,

而新闻思想和传播活动

又影响着人类的生活
,

人们依赖新闻思想及其传播
,

是客观的需要
。

·

最后
,

要研究新闻思想发展历史内涵的本质特征
,

及其自身内部变化发展的规律
,

这是

寻求作为新闻思想发展所固有的东西
,

将古代新闻思想置于整体中考虑
。

在我提笔的时候
,

已经意识到
,

研究新闻思想发展的规律不是一次能够完成的
,

实际上

也不可能
,

它本身也是不间断的发展过程
。

甚至象研究中国古代新闻思想发展
,

这个问题相

当复杂
,

它的发展涉及面广阔
,

时间已经过去
,

从旧石器时代初期绝对年代距今约 3 00 万年

至 1 00 万年
。

文献不足
,

即使获得某些古代文献资料也必须进行严密的鉴别
,

去伪存真
。

无可

奈何处
,

一些学者只好举摩尔根
、

普列汉诺夫书中的事例解释中国古代新闻传播活动的现象
。

我们承认世界新闻思想和传播活动的共同性
,

但并不排除它存在着无穷的多样性
。

用外国的

个别事例来引证中国原始新闻传播活动恐怕不妥当
。

作者深信
,

新闻思想的产生
、

传播活动最重要的源泉和因素是不能超越历史的不变的力



量
,

在每个社会范畴和社会形态中
,

它们的表现是不尽相同的
。

(二 )

自有人类以来
,

就产生了新闻思想和新闻传播活动
,

而且人类的新闻传播活动从未停止

过
,

它是由低级到高级发展
,

受到新闻思想的支配
。

原始人出现时
,

就是以群而居
,

这种生产关系面向自然界
,

最为简单
,

采集果实
,

猎取

野兽
,

打制粗笨的石片劳动工具
,

或因灾害的侵袭
,

为生存而迁徙
,

以及这个原始群向那个

原始群夺取生活资料而进行的械斗
。

凡此种种活动必须整个原始群协同一致才能取得成功而

生存
一

「去
。

因为原始生活的环境
,

不断的急骤变化
,

要生存就必须了解外部情况
,

应付突然

变故
,

由此产生了解外部世界的新闻思想
,

进行必要的传播活动
,

使原始群的行动与客观世

界的变动相协调
。

这一点是众所公认的
。

间题在新闻史学者们
,

从未提到新生代第四纪更新世
,

即 2 、 3 00 万年前
,

自有人类 以来

的新闻思想和新闻活动
。

是没有吗 ? 人类历史 已作了肯定的回答
:

有
。

I妇西
、

陕西两省
,

50 年代接连发现了古文化和古人类遗址
,

为研究旧石器时代初期的新

闻传播活动提供了较多的依据
。

典型的遗址有四处
,

它们是山西丙城县西侯度遗址
,

陕西省蓝 田县公王岭蓝田猿人遗址
。

和陈家窝子遗址
,

以及 山西丙城县眨河遗址
。

除陈家窝子未发现有代表性的文化遗物外
,

其

余三处都发现大批属于旧石器时代初期的石器
。

通过这些石器的打制方法和石器类型等
,

可

以探索到山西
、

陕西两省旧石器石代已有新闻传播活动
。

我们认为石器文化的共同性是由传播活动而形成
。

它表现在 以下三点
:

一
、

上述各地点的石器文化
,

主要以石片石器为主
。

就连其它省份所发现的旧石器时代

初期的遗址
,

也都反映出以石片石器为主的文化
。

这是基本的共 同特质
。

二
、

三个遗址
,

还有用相同的方法打击石片
。

一种是用锤击法直接从石核上打成石片
。

这是三处文化所共用的方法
。

锤击石片一般都薄而长
,

台面和石片角较小
,

打击点清楚
,

半

锥体集中
。

一种是砸击法
,

在西侯度和蓝田猿人遗址中都有发现
。

使用这种方法生产的石片
,

上下两端均可见到剥落碎屑的痕迹
。

另一种是在西侯度和匿河遗址中
,

有用碰砧法生产的石

片
,

碰砧法是一种生产较大石片的方法
。

一般宽大于长
,

打击点散漫
,

半锥体常双生
。

三
、

古文化遗存
,

在西侯度
,

蓝田猿人和厦河文化中
,

还不仅打击石片的方法相同
,

而

且生产石片所用的石料也相同
,

绝大多数使用石英岩
。

这三个文化 中
,

最富特色的打制工具是三棱大尖端器
,

是由一个三面三缘的尖形石英岩
、

砾石加工而成
,

加工限于尖端
,

在原料
、

器形
、

打制程序上十分一致
。

另一富有特色的共见石器是石球
。

这在蓝田猿人遗址和眨河遗址都有发现
。

在我国有些

文化遗址中出土很多
,
数以千计

,

这说明石球在旧石器时代文化发展中
,

成为人类生产
、

生

活斗争中的重要工具之一
。

不惜使用这多篇幅阐述三遗址的古文化情况
,

目的是想为人们清晰地看到石器性质与诸

文化的关系
。

毫不用怀疑
,

三个遗址的关系十分密切
,

既用同类方法打制石片
,

又有同类型

的石器
。

尽管三个遗扯的地质时代早晚不同
,

技术水平也有高低
,

却仍然可以看出彼此之间

的传承关系 (即传与受的关系 )
。

西侯度文化
,

蓝田猿人文化和巨河文化都属于大石片砍砸器—
三棱大尖状器传统

,

它



们的发展脉络清楚
,

传承关系明显
,

而且三棱大尖器将这三种文化连结在一起
。

考古学者认为
,

蓝田猿人的某些石器源于西侯度石器
,

传承关系非常密切
,

而三棱大尖状器和石球
,

又把蓝

田猿人文化和唇河文化的垂直关系连贯起来
,

眨河文化是由蓝 田猿人文化发展而来
。

这种联系决非偶然现象
,

那时人类 的智力和技能相当低下
,

从地理环境上也不连在一起
,

山西的茵城到陕西的蓝 田
,

东北至西南划一条直线
,

约有 1 50 公里
,

何况有一条黄河天险及渭

柯相隔
,

途径处处有高山和狭谷
,

如果没有人际交往
,

思想传播
、

新闻交流
,

在石器工具生

产上如此一致
,

那是不可想象的
。

我大胆地断定
,

在 2 、 3 00 万年前的更新世
,

人类 已有了新

闻传播活动
。

中国有文字要早于殷商的甲骨文
,

西安半坡文化遗址出土的彩陶钵口 沿上常有一些刻画

符号
,

而且这些符号在 4 、

50 种彩陶器上重复出现
,

部位特定
,

考古学者认为是原始人对某

些事物的标记
,

也有的认为是我国文字发展的渊源
。

有实物说明在公元前 5 。。 o一 3 0。。年 已经

有原始文字出现
,

而且首先使用于记载事物
。

最有趣的是 甲骨文
,

它是商周时代刻于龟甲兽骨上的文字
。

在河南安阳出土 的称为
“

殷墟

甲骨文
” ,

在陕西周原出土的称
“

周原甲骨文
” 。,

刻于这些甲骨上的多属于占 卜辞
,

在甲骨学上

通称为甲骨 卜辞
。

甲骨 卜辞的结构与我们当今新闻的要素完全吻合
,

仅是称谓不同
。

完整的

卜辞由
“

前辞
”

(亦称
“

叙辞
”
)

、 “

问辞
”

(亦称
“

命辞
”

)
、 “

占辞
” 、 “

验辞
”

四个部分组成
。 “

前辞
”

是写何时
、

何人 (何人多数是指贞人或商王 ) ; “

问辞
”

是所要问 卜的事物
,

即新闻要素中的何

事
,

何地也一般包括在这个部分 , “

占辞
”

为 占 卜预测的事
,

这点与新闻中的何故相同
; “

验

辞
”

为占 卜的结果或应验情况
,

也就是新闻要素中的如何
。

举一条殷墟 卜骨文字就可更 好 理

解
。

文如下
:

壬午 卜
。

贞
,

王 田徐
,

往来无灾 ? 获鸟百四十八
、

狸二
。

如用现代汉语写这则新闻
,

大意是如此
: “

壬午这一天
,

贞人占 卜
,

商王去徐这个地方狩

猎
,

是否会遇到什么灾难 ? 结果收获很大
,

捉到 1 48 只鸟和两只狸
。 ”

这则 卜辞不论依 卜辞的

结构还是用新闻要素来衡量
,

都合乎要求
。

关于新闻要素
,

有的新闻学者认为
:

其来 自西方
,

最早出现于 19 世纪 60 年代
,

并说《上海

报》在 1 9 2 9年才 以新闻五要素教育 自己的通讯员
。

其实我们的先人
,

早在 30 00 年前
,

在从事新

闻性的写作或记事中已自觉地使用了新闻写作要素
,

这标志着我国从那时起
,

新闻写作 已逐

渐成熟起来了
。

只因为殷商时代尚无
“

新闻
”

一词
,

当然就不可能提出
“

新闻要素
”

的概念
。

但

自觉在写作实践中运用它并遵循其规律
,

则说明了这种新闻思想的客观存在
。

所谓新闻五要

素来自西方的思想
,

我以为应予否定
,

坚持我国的优秀文化传统
,

才是正确的态度
。

今天的新闻
,

明天就是历史
,

新闻积累成历史
,

历史又再现了新闻事实和其价值
,

谁企

图将它们分开
,

就是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对立面在反对它
。

中国最古老的历史专著为《尚书》和 《春秋》
。

《 尚书》所记是虞
、

夏
、

商
、

周四世的历史
,

其中特别保存了商周时期的珍贵史料
。

在这 同时
,

标志一个历史时期的青铜器铭文
,

同属有

新闻价值的史实记载
。

但要 比甲骨文更近于新闻陈述的要求
。

《 尚书
·

牧誓》是周武王灭商
,

大军到达商郊附近牧野的地方时的战前动员令
,

也是一篇

很出色的通讯范文
。

全文不过 25 0字
,

写得气势磅礴
,

有声有色
。

从新闻角度检验 : 其时间
、

地点
,

周武王率领的三卿将帅
,

助战的 8 个属国
,
以及灭商的缘由

,

勉励士卒勇武善战
,

又

不要杀害来投降者的战场纪律
,

十分详尽
。

由此可见在 3 0 0 0年前
,

关于新闻记述的要求和思

想 已基本形成
。



据多次通读《春秋左传》认为它是一部古代新闻作品选集
。

《经 》属要闻
, 《传》是有背景的

解释性的报道
,

我这样讲的根据是
:

<一 >及时性
:
晋灵公十四年 (即鲁定公二年

,

公元前 60 7年 )
,

晋卿赵盾因避灵公杀害而出

逃
,

未出境
,

他的族人赵穿在桃园杀死灵公
。

太史董狐认为责任在赵盾
,

就在简策上记载说
:

“
赵盾就其君

。 ”

写完之后
,

立即拿给朝中人看
。

<二>准确性
:

鲁隐公十一年 (即公元前 7 12 年 ) 十月
,

郑庄公率镜军攻打宋国
,

壬戌 日大败

宋军
,

这是报复以前宋国入侵郑国的旧仇
。

但是宋国并未派使臣来鲁国告急
,

所以《春秋》才

不记载这次战役
,

因为经文的写法有一条原则
: “

凡诸侯有命 (指发生的大事和发布的政令 )
,

告则书
,

不然则否广《春秋》记载的史实不是道听途说
,

须有准确的新闻来源
。

<三>选择性
: 《春秋左传》中凡与百姓有关的事物也有不少记载

。

如鲁庄公二十九年 ( 即

公元前 6“ 年 )
“

秋
,

有蜚
,

为灾也
。

凡物不为灾
,

不书
。 ”

又如鲁隐公九年 (即公元前 7 14 年 )

“

夏
,

城郎
,

书不时也
。 ”

意为鲁国修筑郎城
,

经文所以要记载这件事
,

说明这项工程正值农

忙季节
,

是很不适宜的
。

(四 ) 简洁性
:

如鲁庄公十七年
, “

冬
,

多糜
。 ”

鲁恒公三年
, “

有年
。 ”

意即粮食丰收
。

有的记事仅用一个字
,

如隐公五年
, “

螟
” 。

是指这年秋天发生螟虫蛀食水稻
、

玉米等作物
。

(五 ) 正误性
:

如鲁嘻公十五年 (即公元前64 5年 )
, “

夏五月
,

日有食之
,

不书朔与日
,

官失之也
。 ”

(六 ) 连续性
:

这种连续报道多属重大事件
。

如鲁桓公十八年春
,

他携带夫人文姜到齐

国访问
,

发生齐襄公与文姜私通的事
,

齐襄公又指使彭生将鲁桓公捏死在车内
,

后来两人肆

无忌惮
,

齐襄公与桓公夫人往来幽会
。

从桓公十八年至鲁庄公七年
,

在《春秋左传》
_

L记载有

七次之多
。

(七 ) 《春秋左传》记事
,

用字非常严格
。

而且还趋向规范化了
。

虽仅一字
.

但看了就知

道指的什么
。

如鲁庄公二十七年有一则记事
: “

冬
,

祀伯姬来
。 ”

是指她回到娘家鲁国
。

非诸

侯的女儿回娘家叫
“

来
” ; 因离婚而回娘家叫

“

来归
” 。

诸侯夫人回娘家叫
“

如某
” ; 因离婚回到

娘家叫
“

归于某
” 。

我认为《春秋左传》是我国古代的新闻作品选集
,

并举 出七端进行论证
,

并没有 将 《春秋

左传》中的新闻思想说尽
,

如可信性
,

这是孔子仆仆风尘周游列国而未被重用
,

回到家 乡 以

《鲁春秋》为蓝本
,

增其所见所闻著为春秋时代列国编年史
。

一者
,

古代统治者
,

设有史官
,

王侯的一举一动
,

当时就记于简策
,

孔子可作根据
; 二者

,

孔子对待史实非常谨慎
,

他自己

也说过
: “

夏礼吾能言之
,

祀不足征也
; 殷礼吾能言之

,

宋不足征也
。

文献不足故 也
,

足 则

吾能征之矣
。 , 三者

,

孔子还抱有这样的观念
,

如写一些空言
,

不如讲些实在的事
,

易于使人

明白其中的道理
。

由此足见我国新闻思想的萌发与逐步形成
,

时间久远
,

在此思想指导下编

成的《春秋》命名为中国古代新闻作品选
、

作为新闻学的一门课程
,

以阶级方法研究分析
,

绝

不是牵强附会
,

毫无根据的狂言
。

舆论起源久远
, 《淮南子

·

主术训》 中曾记述有一段传说
: “

尧置敢谏之鼓
,

舜 立 诽 谤 之

木
。 ”

让百姓议论是非
,

指责过失
,

讲述建议
。 《虞书

·

舜典》写道
: “

五载一巡守
,

群侯四朝
,

敷奏以言
,

明试以功
,

车服以庸
。 ”

其大意是说天子五年有一次巡守
,

四方诸侯四年 中分别来

朝一次
,

上下交换情况
,

并各陈他们治国的意见
,

考其功迹
,

赐以车服
。

这说明部落的领袖

在公元前二十一世纪至公元前十六世纪已经注意到舆论对于治国的重要
,

以民意为依 旧
。

舆论源于
“

舆诵
” ,

是指众人的 言论
,

如《春秋左传》中嘻公二十八年
: “

晋侯听舆人之诵
” 。



《国语
·

晋语》中有
: “

惠公入
,

而背外内之赂
,

舆人诵之
” 。

另一舆论来源
,

古有献诗
、

陈诗
、

采诗之说
。

《国语
·

周语》说
: “

天子听政
,

使公卿至于

列士献诗
,

警献曲
,

史献书
。

师咸嫂赋
,

朦诵
。 ” 《小戴礼

·

王制篇》有
: “

天子五年一巡守
,

岁

二月东巡守
,

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
。 ”

何休《公羊传》注中说
: “

五谷毕
,

人民皆居宅
,

男 女 同

巷
,

相从夜绩
、
从十月尽

,

正月止
,

男女怨恨相从而歌
。

饥者歌其食
,

劳者歌其事
,

男六十
,

女年五十无子者
,

官衣食之
,

使之民间求诗
,

乡移于邑
,

邑移于国
,

以闻于天子
” 。

春秋时代
,

郑国的著名政治家子产
,

积极主张郑国人民议论政治
。

《春秋左传》鲁襄公三

十一年
; “

郑人游于乡校
,

以论执政
。

然明谓子产曰
: `

毁乡校如何 ?
’

子产日
: `

何为 ?夫人朝

夕退而游焉
,

以议执政之善否
,

其所善者
, :纤则行之

,

其所恶者
,

吾则改之
,

是吾师也
,

若

之何毁之
。

我闻忠善以损怨
,

不闻作威 以防怨
。

岂不逮止
,

然犹防川
,

大决所犯
,

伤人必多
,

吾不克救也
。

不如小决使导
,

不如吾闻而药之也
。 ’ ”

子产这番话讲得非常得体
,

重视国 人 的

意见
,

修改他的政策
,

以民间的批评为他纠正错误 的药石
,

所以孔子也很赞赏他
。

研究先秦的舆论问题
,

综观《春秋左传》
.

《 尚书》
、

《国语》
、

《战国策 》 、 《小戴记》
、

《大戴

记》
、

《诗》和《 吕氏春秋》等有关的许多篇章
,

中国古代的舆论学 已见雏形
,

而且以 诗谏
,

史

谏和礼谏为特色
,

包括君民两个方面的内容
.

有许多生动的事实记载
。

归根结底
,

它是为奴

隶主阶级服务的
,

但不妨碍我们的研究
,

这些己收入我主编的《 中国新闻思想发展研究文集》

初稿的古代部分
,

试 图为写中国古代阶级社会舆论学做资料准备工作
。

<三>

中华民族的文化辉煌灿烂
,

古代新闻思想发展和传播活动只是民族文化发展中的一个局

部
。

人类社会 由无阶级的原始社会进入到阶级社会
,

都受社会经济形态制约
,

特别从意识形

态方面考察
,

关于新闻思想和传播活动
,

在有阶级社会
,

基本上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
。

例如

《邵公谏厉王弹谤 》 ,

虽然邵公提倡要让百姓讲话
,

所谓
“

民虑之于心
,

而宣之于 口
” ,

其目的仍

为巩固周王朝的统治
。

当人民起来反对周厉王时
,

厉王的儿子宣王逃入邵公的住宅
。

《国语
·

周语 》中有几句话很可以说明间题的实质
。

邵公说
: “

夫事君者险而不慰
,

怨而不怒
,

况 事 王

乎 ? ”

乃 以其子代宣王死
,

这就对奴隶社会的舆论本质揭露无遗
。

本文只写到先秦
,

着重陈述了许多事实
,

说明我的见解
,

以引起新闻学者与新闻教育家

们的兴趣
,

注意研究它
。

我无意将我个人的观点强加于任何人
,

因为这些意见也 不 完 全 成

熟
。

汉
、

唐
、

宋
、

明
、

清的新闻思想和传播事业
,

比先秦的史料丰富得多
,

但是争议的问题

也多
。

汉代是否有
“

邸报
” ; 唐的

“

开元杂报
”

是否属于报纸
,

并用雕版印刷 , 现存最古老的邸

报是否是在英国不列颠图书馆的
“

敦煌邸报
” ;
新闻史是否就是报刊史 ;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

家
,

少数民族地区的新闻传播情况怎样
; 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的新闻宣传的揭露还是一个空

白
,

等等
,

有的分歧意见较大
,

有的尚属阂如
。

在社会主义新中国
,

我们 已有著名的新闻史

学学术带头人
,

我殷切希望在不远的将来
,

准确地
、

系统地
、

分支清晰地编写成一巨册—中国新闻发展史
,

作为世界公认的信史
,

献给人民
。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于洛咖山

( 本 文贡任编抖 车英 )


